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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针对如何基于城市发展差异协同人才生态环境内部各要素关系、营造良好人才生态环境，更好地促进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问题，鉴于现有相关研究侧重分析单个要素与科技人才集聚现象之间的净效应，忽略人才生态环境内部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及要素组合的复杂影响，基于人才生态环境理论，以中国36个城市为案例，运用必要条件分析（NC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相结合的方法，探究人才生态环境中各要素协同驱动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实现路径，从整体上揭示人才生态环境与科技人才集聚现象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为城市制定科技人才引用育留政策提供实践参考。结果发现：（1）单一人才生态环境要素并不是实现城市科技人才高集聚的必要条件，但是构建优质科技创新环境在其中发挥比较普适的作用；（2）城市科技人才高集聚是由人才生态环境中多要素共同作用形成的等效结果，可由4种人才生态环境驱动实现，分别为经济*科创*文教均衡驱动型、科创*服务双重驱动型、经济*科创双重驱动型、宜居*服务双重驱动型；（3）有3种城市人才生态环境会抑制城市科技人才集聚，分别为经济*服务抑制型、经济*科创*服务抑制型、科创*宜居抑制型；（4）中国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主要形成了以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经济圈的东部城市群为中心，以中西部城市群为外围的空间集聚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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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glomeration Path of Urba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Promoting by the Tal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Research Based on NCA and fsQCA Meth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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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problem of how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nal elements of the tal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ased on the differences in urban development, create a good tal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better promote the agglomeration of urba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related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analysis of the net effect between individual elements and the agglomer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and ignor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internal elements of tal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complex influence of the combination of element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tal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aking 36 cities in China as cases, using the method of necessary condition analysis ( NCA ) and fuzzy 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 fsQCA ),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alization path of the synergy of various elements in the tal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 drive the agglomeration of urba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reveals the complex caus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al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and the agglomer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as a whole, and provides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the city to formulate the policy of citing and retaining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The results show that : (1) The single tal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factor is not a necessary condition to realize 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urba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but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vironment plays a more universal role in it. (2)The high concentration of urba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is the equivalent result of the joint action of multiple factors in the tal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which can be driven by four kinds of tal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namely, economy*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culture and education balance drive typ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service double drive type, economy*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double drive type, livable*service double drive type. (3) There are three kinds of urban talent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at will inhibit the agglomeration of urba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talents, namely, economic*service inhibition, economic*science and technology*service inhibition,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livable inhibition. (4) The agglome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in Chinese cities mainly forms a spatial agglomeration pattern with the eastern urban agglomerations of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region,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and the Beijing-Tianjin-Hebei economic circle as the center, and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urban agglomerations as the periph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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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人才是创新的核心要素，创新驱动实质上是人才驱动，大力培养和吸引科技人才已成为各国赢得国际竞争优势的战略性选择[1]。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综合考虑，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高水平人才高地，在高层次人才集中的中心城市着力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科技人才作为创新活动中的核心资源，从不同城市流入目标城市而产生集聚效应，在提升知识存量和人力资本存量的同时，也提高了城市的整体创新实力[2]。科技人才是创新知识的主要载体，科技人才集聚可以促进知识溢出，加速技术创新，提升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城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3]，是人才高地建设的重要环节。《中国科技人才发展报告（2020）》显示，近年来，中国科技人才规模不断扩大，连续多年稳居世界第一[4]。但是，中国科技人才整体加速向东部及少数中西部城市集聚，东北和西部欠发达地区人才流失加剧，科技人才在空间上分布不均，城市之间的科技人才集聚程度差异明显[5]。环境好，则人才聚、事业兴。人才生态环境是影响人才生存和发展的外界条件总和，是由多因素构成的、具有完整体系的复杂社会系统[6]。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是人才集聚的不竭吸引力，更是充分激发人才创新创造活力和帮助人才健康成长发展的沃土[7]，因此如何营造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促进科技人才集聚是城市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的基础和关键。城市之间科技人才集聚程度的差异缘何不同，如何协同人才生态环境内部各要素关系、营造良好人才生态环境才能更好地促进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是国家建设和发展过程中亟需探究的现实问题和科学问题。
人才的流动和集聚受到经济、科技、政治、文化、制度等诸多环境要素影响，要素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共同形成了一个可持续发展、完整的体系环境，即人才生态环境[8]。生态理论认为，良好的人才生态环境可以保障人才全生命周期的成长、发展和成就[9]，有助于城市形成对人才的持续吸引力和辐射力[10]，在促进人才集聚过程中发挥着积极影响。近年来，学者们针对不同环境因素对人才集聚的影响展开了丰富研究。其中，国外学者主要是将影响人才集聚的环境因素进行总结归纳，具体包括经济发展水平、知识溢出效应、规模经济、政府政策、公共服务水平、公共设施、交通、休闲设施和居住环境、法律规章制度等，侧重分析单个环境因素对人才集聚现象的促进作用；国内学者则以不同区域和城市为研究对象，从宏观视角出发对人才集聚现象背后的生态环境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和总结，详细论证每种生态环境要素对科技人才集聚现象产生的影响程度，综合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创新环境、文化教育环境、自然生态和宜居环境、公共服务水平等是科技人才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还有学者研究分析了产业发展、城市适宜性、城市基础设施、居民购房能力等因素与科技人才集聚的之间的作用关系。然而，不难看出现有研究大多将影响科技人才集聚的生态环境因素进行总结归纳，侧重分析单个要素与科技人才集聚现象之间的净效应，忽略了人才生态环境内部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及要素组合对这一社会现象的复杂影响。科技人才集聚是多种环境因素从不同角度、相互作用和结合产生的一种复杂社会现象[11]。区别于传统回归方法聚集分析变量之间的净效应关系，以溯因理论为基础，用于识别特定结果产生的组态原因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CA）更适合探究某一现象背后的复杂因果关系[12]。
综上，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之上，本研究基于整体视角，以人才生态环境理论为基础，从城市科技人才集聚这一现象出发，以中国36个城市为研究案例，采用必要条件分析（NC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相结合的研究方法，探究人才生态环境要素及其组态路径对实现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复杂作用机制，以及单个人才生态环境要素是否构成科技人才集聚的瓶颈，主要拟解决如下问题：人才生态环境内各要素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实现科技人才高集聚的必要条件？是否存在一种或多种人才生态环境组态可以同时实现科技人才高集聚？中国城市人才生态环境要素耦合构成了怎样的人才生态？
2  文献综述与研究框架
2.1  人才生态环境内涵与构成
“人才生态”一词来源于自然科学的生态学概念，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人才生态环境的概念界定和要素构成等方面。20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将自然科学中“生态学”的概念引入到社会科学研究中，率先提出“人类生态学”的概念[13]。1979年，美国心理学家在《人类发展生态学》一书中提出了社会生态理论，指出人才成长是其自身与环境的复合函数[14]。所谓人才生态，就是为人才成长提供物质和精神资源的环境，而生态环境是成就人才的关键因素[15]。人才生态环境则是指一定区域范围内对人才生存、发展、发挥作用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环境要素构成的复杂社会系统[16]，人才生态环境与人才的生存发展和自我价值实现等需要息息相关，对人才的成长至关重要。针对人才生态环境构成，有学者将其划分为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规范生态环境3个维度[9]，但多数学者则将其构成划分得更加细致具体，主要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科技创新环境、自然宜居环境、文化环境、教育环境、社会环境、生活环境、公共服务环境等。针对人才生态环境的概念界定及要素构成的相关研究虽未达成一致，但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有助于本研究的前因条件选择。在梳理现有相关研究中关于人才生态环境内涵和要素构成的基础之上，结合已有研究，本研究主要探究以经济发展、科技创新、文化教育、宜居环境和公共服务5个要素构成的人才生态环境要素组态与城市科技人集聚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
2.2  生态环境要素与科技人才集聚的关系
2.2.1  经济发展与科技人才集聚
经济发展是指一个城市的整体经济状况，包括经济形势、经济发展速度和经济增长前景等方面[17]。通常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其人力资本流动的活跃度也更高，更加容易集聚高素质人才[18]，对科技人才的吸引力也更强[19]。经济发展水平直观反映出城市的发展潜力、产业竞争优势、就业契机以及发展平台，是吸引科技人才集聚的重要动因[20]。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发展对人才集聚有着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经济发展水平每增长1% ，人才集聚水平将增长2.096%[21]。一方面，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高精尖”技术产业和第三产业蓬勃发展，城市整体竞争力较强，对人才的需求缺口较大，科技人才需要的高质量就业机会和科研平台较多；另一方面，城市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意味着较高的工资收入，为科技人才改善生活条件、实现自我价值提供了重要的物质保障，从而更加吸引科技人才集聚[22]。
2.2.2  科技创新与科技人才集聚
科技创新主要指影响科技人才进行知识和技术创新，并实现科研成果转化所依赖的软硬件环境，主要包含科研经费、科研设施和载体等硬件要素以及科技创新氛围、科技转化能力等软件要素[23]。优质的科技创新环境有利于科技人才高效快速地完成既定的科研任务，而且还能发挥其自身潜能，能够显著促进本地区科技人才集聚[24]。实证研究表明，科技创新水平每提高1%，人才集聚水平将提高3.187%[21]。科技创新水平较高的城市具备优质的科技创新生态、合理的科技人才结构以及更具竞争力的科技人才制度评价和激励体系，推动城市内部知识等要素高效转化为产品和技术，激发科技人才的创新和创造活力，有助于城市提高对于各个产业科技人才的吸引力，从而吸引科技人才集聚。
2.2.3  文化教育与科技人才集聚
文化教育是指一个城市的文化事业发展状况及培养各层次人才的教育发展水平，主要包括城市的文化氛围和教育环境[25]。文化环境是城市创新发展的精神之源，对人才集聚、培养和开发均具有重要影响[26]。高等教育水平较高和文化氛围比较浓厚的地区，在吸引、留住和培养人才等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20]。城市文化环境为科技人才的成长和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利于全社会形成支持创新发展、尊重科技人才的文化氛围[27]。良好的城市文化环境有助于本地区科技人才形成植根家乡、建设家乡的价值观，利于培养和留住本地区科技人才；与此同时，优质的教育资源和高校科研平台能够为其他地区的科技人才提供丰富的进修机会，吸引科技人才流入，进而完善城市科技人才结构，建设高水平科技人才队伍，促进科技人才聚集。
2.2.4  宜居环境与科技人才集聚
宜居环境是城市自然生态环境和居住环境的总和，包括城市空气质量、城市园林绿化程度等方面[28]。优质的自然生态环境、适宜的居住环境是城市发展的基础，也是宜居城市的衡量标准之一，与人们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29]。研究表明，宜居环境对科技人才集聚具有正向促进作用[30]，应着重考虑提高在城市绿化方面的建设投入。伴随着城市经济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科技人才对于日常生产和生活所在城市宜居环境的关注度逐步增强，更倾向于在宜居环境优越的城市从事研究和创新创业活动。风景优美、气候宜人、空气清新和丰富的城市园林绿化等，为科技人才日常生活和工作提供了舒适的环境，是城市吸引科技人才集聚的重要因素[31]。
2.2.5  公共服务与科技人才集聚
公共服务是城市提升治理能力和完善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可以充分反映出人才对生活和工作的期望与需求，是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以及衡量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指标[32]，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交通建设等硬件设施和网络建设、政务服务等软环境完善的集中体现。公共服务环境是人才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支撑，能够满足人才出行、交通、生活等多方面需求，反映出城市基础社会保障水平，良好的公共服务环境具有长期发挥吸引和留住人才的重要作用[33]。高质量的城市公共服务可以有效降低科技人才的时间成本，有助于科技人才潜心科研、创造更多的科技创新成果。城市公共服务的质量、水平和效能的提高，为各类人才在城市内工作、生活和学习提供了极大的舒适度和便利性，从而吸引科技人才集聚[34]。
综上，聚集两种复杂因果关系，一是单一人才生态环境要素是否以及多大程度上是城市实现科技人才高集聚的必要条件，二是人才生态环境要素如何耦合可以实现城市科技人才高集聚，采用组态视角及fsQCA等方法，探究城市层面的人才生态环境内部要素协同共生影响科技人才集聚的复杂影响机制。研究框架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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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研究框架 
3  研究设计
3.1  NCA与fsQCA混合的研究方法
必要条件分析是由荷兰鹿特丹管理学院Dul教授[35]在2016年开发的一种基于识别和检测数据中的必要不充分条件的研究方法。fsQCA方法从定性角度判别必要条件，而NCA方法可以从定量角度分析前因条件的必要程度，即前因条件在什么程度下才是产生结果的必要条件[12]，可以有效弥补fsQCA方法在必要条件分析过程中存在的不足，因此这两种方法相结合的分析结果更具科学性[36]。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基于组态视角，利用布尔运算和集合关系开展案例层面的比较分析，着重探究前因复杂性和因果非对称性关系，能够充分挖掘多个要素之间的复杂交互性和协同效应[37]，与本文所研究问题相契合。
首先，城市科技人才集聚是由人才生态环境内多因素协同联动、共同作用产生的结果，传统的线性回归分析难以探究3个及以上因素对结果变量的影响，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方法可以分析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同时能够挖掘不同要素组合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其次，fsQCA方法整合了定性与定量分析两者的优势，既适合10或15个以下的小样本研究与100个以上的大样本研究，同时也适合10或15个至50个的中等规模的样本研究[37]，而本研究选取的36个城市的研究案例属于中等规模样本，与fsQCA方法契合，能够兼顾案例研究的深度和独特性；最后，利用fsQCA方法可以准确识别各个等效组态覆盖的典型案例[38]，分析不同城市之间科技人才集聚的路径差异，将城市科技人才高与非高集聚的前因条件组合进行对比，有助于深入理解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复杂性，便于总结归纳可供推广的促进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高效策略。
3.2  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在案例城市筛选过程中，从全国（未含港澳台地区。下同）视角出发，以直辖市（A）、省会或自治区首府城市（B）作为主要选择目标。鉴于研究问题的独特性和研究数据的可获取性，最终选择了28个非计划单列市、5个计划单列市（C）以及3个除上述城市之外的新一线城市（D），共计36个城市作为案例样本（见表1）。所选城市之间科技人才集聚情况和人才生态环境情况可以直接进行对比且存在差异，同时符合具备同质性和多样化的研究案例选择要求[37]。实证数据来源于2018－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各省区市国民经济及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考虑到结果出现相对条件具有一定滞后性，将滞后期设为1年，即结果变量采用2019年数据，前因条件采用2018年数据。
表1  案例城市基本情况
	序号
	城市
	级别
	隶属省级行政区
	序号
	城市
	级别
	隶属省级行政区

	1
	北京
	A
	北京
	19
	广州
	B
	广东

	2
	上海
	A
	上海
	20
	南宁
	B
	广西

	3
	天津
	A+D
	天津
	21
	海口
	B
	海南

	4
	重庆
	A+D
	重庆
	22
	成都
	B+D
	四川

	5
	石家庄
	B
	河北
	23
	贵阳
	B
	贵州

	6
	呼和浩特
	B
	内蒙古
	24
	昆明
	B
	云南

	7
	沈阳
	B+D
	辽宁
	25
	西安
	B+D
	陕西

	8
	长春
	B
	吉林
	26
	兰州
	B
	甘肃

	9
	哈尔滨
	B
	黑龙江
	27
	银川
	B
	宁夏

	10
	南京
	B+D
	江苏
	28
	乌鲁木齐
	B
	新疆

	11
	杭州
	B+D
	浙江
	29
	深圳
	C
	广东

	12
	合肥
	B+D
	安徽
	30
	宁波
	C+D
	浙江

	13
	福州
	B
	福建
	31
	厦门
	C
	福建

	14
	南昌
	B
	江西
	32
	青岛
	C+D
	山东

	15
	济南
	B
	山东
	33
	大连
	C
	辽宁

	16
	郑州
	B+D
	河南
	34
	苏州
	D
	江苏

	17
	武汉
	B
	湖北
	35
	东莞
	D
	广东

	18
	长沙
	B+D
	湖南
	36
	佛山
	D
	广东



3.3  数据测量与校准
3.3.1  结果变量
以科技人才集聚（Tag）作为结果变量。通常采用科技人才区位熵对科技人才集聚程度进行表征，如孙红军等[39]的研究，测量公式如式（1）。该指标可以直观反映出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基本情况，并且方便不同城市之间进行横向对比。
                                            （1）
式（1）中：Ti代表i城市科技人才数目；TLi代表i城市年末户籍人口总数；T代表全国科技人才数目；TL代表全国年末户籍人口总数。
参考徐倪妮等[19]的研究，其中科技人才数目以研究与试验发展（R&D）人员数量进行表征。将对所有案例城市计算出的科技人才集聚程度原始数值进行处理，最大值赋值为1，利用其他原始值与最大值的比值确定其相对值，产生[0~1]之间的科技人才集聚度数值，数值越接近于1，表明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程度越高。
3.3.2  前因条件
通过设置二级指标对所构建理论模型中的5个前因条件进行测度，对各二级指标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并确定相应权重，最后加权平均计算出各项前因条件的得分。无量纲化处理采用效用值法，通过主观与客观相结合的方式确定各项二级变量的权重，其中客观方法采用变异系数法[40]。效用值法规定的值域是[0,100]，即该指标的最优效用值为100，最差值效用值为0。假定ytj表示t指标j城市的指标效用值，xtj表示t指标在j城市的指标获取值，xtmax和xtmin分别表示该指标最大值和最小值，有
                                 （2）
变异系数法如式（3）所示，假定有n个指标，St代表第t个指标标准差，x代表样本均值， n个指标的变异系数为V(t)=St/x，则各指标权重为：
Wt                                 （3）
具体测量如下：
（1）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由“城市人均生产总值”（30%）、“第三产业产值占城市总产值比重”（30%）、“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工资”（40%）加权计算得出。
（2）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由“R&D经费投入强度”（40%）、“城市专利授权数”（60%）加权计算得出。
（3）文化教育。文化教育由“普通高等在校学生人数占当地人口比重”（40%）、“城市公共图书馆藏书数量”（60%）加权计算得出。
（4）宜居环境。宜居环境由“城市每万人拥有公园绿地面积”（60%）和“城市空气质量优良率”（40%）加权计算得出。
（5）公共服务。公共服务由“城市每万人拥有公共交通车辆数量”（55%）和“城市每万人互联网宽带用户数”（45%）加权计算得出。
3.3.3  数据校准
运用fsQCA方法分析时，将每项前因条件和结果变量均视为一个集合，不同的案例在集合中拥有相应的隶属分数，校准就是给每个案例赋予集合隶属分数的过程[41]。由于缺少相关理论和标准作为校准依据，按照张明等[38]的做法，采用直接校准法对原始数据进行校准。参考杜运周等[42]的研究，将3个校准锚点设定为案例数据描述性统计的90%分位数（完全隶属）、中位数（交叉点）和10%分位数（完全不隶属），对于科技人才非高集聚采用科技人才高集聚的非集进行校准。如表2所示。
表2  案例城市科技人才集聚影响因素集合、校准和描述性统计
	集合
	模糊集校准
	描述性统计

	
	完全隶属
	交叉点
	完全不隶属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科技人才集聚
	0.438
	0.150
	0.050
	0.209
	0.199
	0.020
	1.000

	经济发展
	64.441
	29.370
	17.392
	34.774
	17.584
	12.820
	88.940

	科技创新
	57.036
	25.055
	4.928
	28.811
	21.788
	3.360
	92.770

	文化教育
	44.024
	25.850
	13.996
	27.047
	12.574
	8.950
	65.170

	宜居环境
	67.260
	43.755
	22.393
	45.768
	17.634
	12.600
	88.600

	公共服务
	57.581
	25.535
	7.185
	31.273
	20.480
	5.550
	86.230



4  研究结果
4.1  必要条件分析
4.1.1   NCA方法
NCA方法中必要条件的确定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效应量（d）不小于0.1[35]，以及蒙特卡洛仿真置换检验结果显示效应量显著[43]。效应量表示产生特定结果需要必要条件达到的最低水平，取值范围在0～1之间，0＜d＜0.1表示低水平影响，0.1≤d＜0.3表示中等水平影响，0.3≤d＜0.5表示高水平影响[35]。采用上限回归分析（CR）和上限包络分析（CE）两种不同的估计方法对5项前因条件的效应量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基于NCA方法的案例城市实现科技人才集聚的必要条件分析
	前因条件
	方法
	精确度
	上限区域
	范围
	效应量
	P值

	经济发展
	CR
	94.4%
	0.013
	0.95
	0.013
	0.675

	
	CE
	100.00%
	0.019
	0.95
	0.020
	0.627

	科技创新
	CR
	91.7%
	0.256
	0.94
	0.273
	 ＜0.001

	
	CE
	91.7%
	0.283
	0.94
	0.300
	 ＜0.001

	文化教育
	CR
	100.00%
	0.006
	0.97
	0.006
	0.804

	
	CE
	100.00%
	0.012
	0.97
	0.012
	0.756

	宜居环境
	CR
	91.7%
	0.122
	0.97
	0.126
	0.104

	
	CE
	100.00%
	0.107
	0.97
	0.110
	0.059

	公共服务
	CR
	77.8%
	0.283
	0.94
	0.301
	 ＜0.001

	
	CE
	77.8%
	0.294
	0.94
	0.313
	 ＜0.001


注： P值代表置换检验（permutation test），重抽10 000次。

根据表3结果，宜居环境的效应量大于0.1但是检验结果不显著，不能认为是产生结果的必要条件；经济发展和文化教育的检验结果均不显著，表示它们不是实现科技人才集聚的必要条件；科技创新和公共服务的效应量大于0.1且检验结果显著，但二者精确度均小于95%，根据Dul[35]提出的相关标准，也不能认定为必要条件。综上，5项前因条件均不是实现科技人才集聚的必要条件。
而通过瓶颈分析可以解释达到给定水平结果所需的条件必要水平，因此进一步采用上限回归分析进行瓶颈水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4），要达到100%水平的科技人才集聚，需要2.4%水平的经济发展、75.6%水平的科技创新、9.1%水平的文化教育、72.8%水平的宜居环境和80.8%水平的公共服务。
表4  基于NCA方法的案例城市实现科技人才集聚的瓶颈水平分析
	科技人才集聚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
	科技创新水平
	文化教育水平
	宜居环境水平
	公共服务水平

	0
	0.2%
	NN
	NN
	NN
	NN

	10%
	0.5%
	NN
	NN
	NN
	NN

	20%
	0.7%
	NN
	NN
	NN
	NN

	30%
	0.9%
	2.2%
	NN
	NN
	4.8%

	40%
	1.1%
	12.7%
	NN
	NN
	15.7%

	50%
	1.3%
	23.2%
	NN
	NN
	26.5%

	60%
	1.5%
	33.7%
	NN
	NN
	37.4%

	70%
	1.7%
	44.1%
	NN
	9.7%
	48.2%

	80%
	2.0%
	54.6%
	NN
	30.7%
	59.1%

	90%
	2.2%
	65.1%
	2.2%
	51.7%
	70.0%

	100%
	2.4%
	75.6%
	9.1%
	72.8%
	80.8%


注：NN表示不必要。

4.1.2   fsQCA方法
采用fsQCA方法的分析结果如表5所示，对于城市科技人才高和非高集聚，单个前因条件的一致性阈值均小于杜运周等[12]提出的标准0.9，与NCA方法分析结果一致，即不存在实现城市科技人才高集聚和非高集聚的必要条件。
表5  基于fsQCA方法的案例城市实现科技人才集聚的必要条件分析
	条件变量
	高集聚
	非高集聚

	
	一致性
	覆盖度
	一致性
	覆盖度

	经济发展
	0.750
	0.740
	0.505
	0.567

	～经济发展
	0.561
	0.500
	0.768
	0.777

	科技创新
	0.835
	0.816
	0.434
	0.482

	～科技创新
	0.479
	0.422
	0.834
	0.852

	文化教育
	0.675
	0.683
	0.537
	0.617

	～文化教育
	0.622
	0.542
	0.725
	0.717

	宜居环境
	0.669
	0.606
	0.593
	0.611

	～宜居环境
	0.570
	0.552
	0.617
	0.679

	公共服务
	0.799
	0.734
	0.536
	0.559

	～公共服务
	0.520
	0.497
	0.745
	0.808


                注“～”表示逻辑非。

4.2  组态充分性分析
4.2.1  高集聚组态
根据Fiss[44]、杜运周等[42]的研究，将组态的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8、案例频数阈值设定为1。PRI一致性阈值的设定可以避免某一组态在结果和结果否定中的同时子集关系，一般其门槛值不应低于0.5，参考Patala等[45]的研究，将PRI一致性阈值设定为0.6。根据Fiss[44]的方法，利用中间解和简约解的嵌套关系识别核心条件，将同时出现在简约解和中间解中的条件定义为核心条件；而杜运周等[37]的研究，只在中间解中出现的条件定义为边缘条件。分析结果如表6所示，实现城市科技人才高集聚的组态有4个（H1、H2、H3、H4），即存在4条实现城市科技人才高集聚的等效路径，反映出城市科技人才集聚多重并发与殊途同归的特点。

表6  案例城市实现科技人才高和非高集聚的组态
	条件变量
	高集聚
	非高集聚

	
	H1
	H2
	H3
	H4
	NH1
	NH2
	NH3

	
	
	
	
	
	NH1a
	NH1b
	
	NH3a
	NH3b
	NH3c

	经济发展
	●
	
	●
	●
	⊗
	⊗
	⊗
	
	⊗
	●

	科技创新
	●
	●
	●
	●
	
	
	⊗
	⊗
	⊗
	⊗

	文化教育
	●
	⊗
	●
	
	
	⊗
	
	●
	●
	⊗

	宜居环境
	
	●
	⊗
	●
	⊗
	
	
	⊗
	⊗
	⊗

	公共服务
	●
	●
	
	●
	⊗
	⊗
	⊗
	⊗
	
	●

	一致性
	0.882
	0.986
	0.881
	0.943
	0.929
	0.951
	0.929
	0.913
	0.954
	0.952

	原始覆盖度
	0.463
	0.380
	0.392
	0.426
	0.453
	0.570
	0.601
	0.302
	0.316
	0.251

	唯一覆盖度
	0.020
	0.096
	0.049
	0.010
	0.013
	0.037
	0.046
	0.014
	0.014
	0.023

	解的一致性
	0.908
	0.894

	解的覆盖度
	0.717
	0.763


注：●表示核心条件存在，⊗表示核心条件缺失，●表示边缘条件存在，⊗表示边缘条件缺失，空白表示条件既可出现、也可不出现。

根据表6结果，将案例城市的人才生态环境组态划分为4种类型（其中“*”表示“且”）：
（1） 经济*科创*文教均衡驱动型。组态H1表明，以高经济发展、高科技创新和高文化教育水平为核心条件，互补高公共服务为边缘条件的城市人才生态环境可以实现科技人才高集聚。具有这类人才生态环境的城市，无论宜居环境状况如何，在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文化教育3类人才生态环境要素呈现高水平均衡发展的情况下，辅助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水平，可以实现科技人才高集聚。典型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4座城市作为我国的一线城市，在经济、科技、文化等社会活动中处于重要地位并具有主导作用和辐射带动能力。以深圳市为例，《中国城市人才生态指数报告（2022）》显示，深圳市的人才生态环境指数排名全国第一[46]。深圳市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以下简称“大湾区”）城市群的重要一员，先后出台“鹏城英才计划”等政策文件，积极响应国家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的战略方针；作为创新型城市，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吸引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比亚迪集团等一大批创新企业落户鹏城，为科技人才就业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企业平台，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技中心、鹏城实验室等创新载体为集聚科技人才提供了创新创业平台。深圳市积极推动与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和机构合作，举办高水平人才交流论坛，吸引国内外科技人才来深就业创业；通过发放 “鹏城优才卡”、筹建人才住房、设立人才创新创业基金等方式，营造出引才爱才的城市氛围，打造全方位、多角度的人才服务体系，助推科技人才竞相涌入鹏城。通过打造全方位均衡发展的人才生态环境，实现科技人才集聚，加速推动高水平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建设，符合经济*科创*文教均衡驱动型人才生态的典型特征。
（2）科创*服务双重驱动型。组态H2表明，以高科技创新和高公共服务为核心条件，互补高宜居环境和非高文化教育为边缘条件的城市人才生态环境可以实现科技人才高集聚。具有这类人才生态环境的城市，无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如何，以科技创新和公共服务的高水平发展为核心驱动，即使城市文化教育水平一般，但通过建设优质的城市宜居环境，可以实现科技人才高集聚。典型城市包括东莞和佛山，这两座城市均位于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经济活力最强和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以东莞市为例，近年来，东莞市紧抓大湾区发展机遇，深入实施“十百千万百万”人才工程1），出台《东莞市创新人才引进培养暂行办法》等新政，全面推进高水平科技人才聚集地建设。截至2022年，东莞市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为3.54%，达到发达国家水平【补标引著录相关数据的原始来源信息文献，且以下文献序号随着调整。注意不能仅以增加信息来源描述或所谓“注释”代替文献标引著录；且，如果来源为图书，还应著录具体引用页码，如为同一图书文献多次引用的，须在每次引用处标注具体引用页码】；拥有重点实验室等创新平台1 523个【问题同前】，松山湖材料实验室建成达效；拥有国家高新技术企业7 387家，其中79家企业入选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数量全国领先【问题同前】。此外，东莞市交通事业蓬勃发展，已建成“五纵四横六连的格局”2），节约了科技人才在大湾区内交流和学习的时间成本。东莞市专门设立优才服务中心，为院士、博士、企业研发机构负责人等43类科技人才发放优才卡【问题同前】，据此可以在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社保服务等方面享受配套服务，全方位解决来莞创新创业人才的后顾之忧。由于东莞市的公共图书馆藏书量相对较少、普通高等在校学生人数占当地人口比重也较低，导致东莞市的文化教育水平在案例城市中排名较低（第27位）2），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东莞市培养和吸引本地以及外地科技人才，但是，东莞市通过宜居城市建设有效弥补了这一不足，东莞市的公园数量、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中心城区绿化覆盖率等在全国城市中均遥遥领先，空气清新、风景优美的宜居环境已经成为吸引科技人才来东莞就业生活的一张城市新名片。以高水平的研发投入和诸多高水平科技企业和研发机构为引领，积极提高城市公共服务水平，打造生态宜居环境，有效促进了科技人才集聚，符合科创*服务双重驱动型人才生态的典型特征。
（3）经济*科创双重驱动型。组态H3表明，以高经济发展、高科技创新和非高宜居环境为核心条件，互补高文化教育为边缘条件的城市人才生态环境，可以实现科技人才高集聚。具有这类人才生态环境的城市，以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高水平发展为核心驱动，即使城市宜居环境条件一般，通过提升城市文化教育水平可以实现科技人才高集聚。典型城市包括武汉和西安，这两座城市分别位于我国中部和西部地区，城市的空气质量优良率均不足70%，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不足10㎡【问题同前】，两座城市的宜居环境在案例城市中排名均为倒数（武汉第33位、西安第36位），宜居环境情况与其他地区的案例城市相比具有较大差距。以武汉市为例，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武汉市已经连续5年实现人才净流入，人才资源总量达285.7万人【问题同前】。作为长江经济带的核心城市和“万亿元俱乐部”城市，2021年武汉市人均生产总值（GDP）已经达到13.53万元，第三产业产值占比达到62.45%【问题同前】，均跨入发达国家门槛，在国内中西部地区处于领先水平。产业发展推动经济发展，武汉市利用数字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建成1家“全球灯塔工厂”和56家智能工厂，阿里巴巴、京东等80余家互联网企业入驻武汉【问题同前】，成为武汉市吸引科技人才就业、落户的重要法宝；以东湖科学城为核心的光谷科技创新走廊建设取得突出成效，5个重大科技基础设施、29家国家重点实验室、148家国家级科技创新载体相继落地武汉【问题同前】，为科技人才提供了高水平的创新平台。此外，武汉市通过实施“黄鹤英才计划”等举措，不断提高高校毕业生的留汉意愿，为集聚不同层次的科技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以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为基础，建设高水平创新载体和吸引科技企业入驻，提高高校学子的留汉意愿，共同促进了科技人才集聚，符合经济*科创双重驱动型人才生态的典型特征。
（4）宜居*服务双重驱动型。组态H4表明，以高宜居环境和高公共服务为核心条件，互补高经济发展和高科技创新为边缘条件的城市人才生态环境可以实现科技人才高集聚。具有这类人才生态环境的城市，无论城市文化教育水平如何，以打造优质宜居环境、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为核心驱动，积极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科技创新环境建设可以实现城市科技人才高集聚。典型城市包括南京和宁波，这两座城市均位于长三角地区，是国际公认的六大城市群之一，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快、规模最大的地区。以南市为例，《中国城市人才生态指数报告（2022）》显示，南京的人才生态综合指数隶属第一梯队，全国排名第七[46]。近年来，南京市围绕建设绿色都市的战略部署，积极推进园林绿化项目建设，根据本文统计数据，南京的城市绿化率在全国城市中名列前茅，相继获得“国家园林城市”“联合国人居环境特别荣誉奖”等殊荣，提升了人才在此安家落户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作为长三角地区的核心城市之一，南京市的交通网络属于国家“八横八纵”高速铁路网中的一纵一横4），交通便利性加速了科技创新资源和人才在长三角地区的流动和集聚；通过发放“紫金山英才卡”，整合市区两级18类60项人才服务【问题同前】，提供安居补贴，精准服务子女教育和健康医疗等多项引才聚才服务型举措，形成了以人才生态为核心的城市生态。此外，南京市是全国“万亿元俱乐部”城市和全球十强科研城市，以城市“硅巷”为主要创新载体，集聚高新技术企业173家，培育引进科技型企业1 300家，孵化近9 000家科技人才企业，集聚了1.45万名科研和管理人才【问题同前】。以生态宜居环境建设和全方位人才服务为引领，以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环境为主要推动力，逐步成为吸引不同层次科技人才创新创业的强磁场，符合宜居*服务双重驱动型人才生态的典型特征。
4.2.2  非高集聚组态
进一步分析驱动案例城市科技人才非高集聚的组态，如表4所示，归纳出3类驱动路径：经济*服务抑制型、经济*科创*服务抑制型、科创*宜居抑制型。由组态NH1a和NH1b发现的经济*服务抑制型，表明较低的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共同抑制了科技人才高集聚的产生；由组态NH2发现的经济*科创*服务抑制型，表明经济发展、科技创新和公共服务均较低的城市，这3种因素共同抑制了城市科技人才高集聚的产生；由组态NH3a～NH3c发现的科创*宜居抑制型，表明在宜居环境不佳的城市，即便存在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公共服务或文化教育环境，科技创新水平较低也会抑制城市科技人才高集聚。
4.3  稳健性检验
参考唐开翼等[47]的做法，对实现城市科技人才高集聚的组态进行了稳健性检验，将PRI一致性阈值由0.60调高至0.85，结果产生的组态的单项一致性和整体一致性阈值均高于0.8，与原有组态H2和H4基本一致，即为原科技人才高集聚组态的完美子集，符合程建青等[48]研究提出的QCA结果稳健的标准，说明本研究的结果比较稳健。
5  结论与启示
5.1  研究结论
[bookmark: _Hlk116490078]本研究基于人才生态环境理论，以中国36个城市为案例，采用必要条件分析和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相结合的方法，从组态视角分析了城市人才生态环境与科技人才集聚之间的复杂因果关系，得到结论如下：首先，单一人才生态环境要素并不是实现城市科技人才高集聚的必要条件，但是构建优质科技创新环境对于实现科技人才高集聚发挥比较普适的作用；其次，城市科技人才高集聚是由人才生态环境中多要素共同作用形成的等效结果，存在4条实现路径：经济*科创*文教均衡驱动型、科创*服务双重驱动型、经济*科创双重驱动型、宜居*服务双重驱动型，体现出不同区位、不同发展状况的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多重实现方式；第三，存在3条抑制城市科技人才高集聚的路径：经济*服务抑制型、经济*科创*服务抑制型、科创*宜居抑制型，且与科技人才高集聚的驱动路径存在非对称关系；最后，中国城市科技人才集聚主要形成了以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经济圈等东部城市群为中心，以中西部城市群为外围的空间集聚格局。
5.2  研究启示及建议
一是单一人才生态环境要素不构成阻碍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瓶颈。虽然已有研究认为经济发展或科技创新对科技人才集聚存在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30]，但根据本研究结果可知，这些要素均不是产生城市科技人才高集聚的必要条件，说明单个要素并不是阻碍城市科技人才集聚的瓶颈。例如在本研究得到的组态H2中，无论城市是否具备高质量的经济发展水平，在科技创新和公共服务高水平发展的支撑下，建设优质城市宜居环境同样可以实现城市科技人才高集聚。虽然不同城市在经济、科技、文化、环境、服务等方面的发展差异不同，但并不阻碍不同城市通过建设高质量的科技创新环境等方式促进科技人才集聚。
二是重点关注科技创新要素的关键作用。本研究结果表明，科技创新作为核心和边缘条件同时存在于实现城市科技人才高集聚的4条路径中，且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起到关键作用，因此不同城市应结合自身发展情况，适度提高科研经费投入比例，设立科技人才创新创业启动基金，以投入促产出，为科技人才从事创新活动提供资金支持；加快国家及省级重点实验室、高水平研发机构等科研平台建设，优化有利于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等企业创新发展的营商环境，完善高校与企业合作创新的产学研平台建设，加速科研成果转化效率；支持和鼓励企业和高校根据自身技术优势申请科技创新项目，给予获得重大专项和自主创新的企事业单位额外的资金支持，建设企业和高校协同的优质创新平台，吸引科技人才。
三是因地制宜地推动城市人才生态环境均衡发展，综合提升城市科技人才集聚力。本研究发现人才生态环境中各要素交互组合可以通过殊途同归的方式促进城市科技人才高集聚，因此在生产要素配置和资源环境条件的约束下，政策制定者可以根据本城市人才生态环境现状，对比实现科技人才高集聚的4条路径中具有相似人才生态的城市向其学习，建设和完善具有区域特色的人才生态环境，促进科技人才集聚。此外，也可以进行积极改革，像人才生态环境要素发展均衡的标杆城市学习，例如本研究得到的组态H1中涉及的北京、上海、广州、深圳4座典型城市，塑造经济、科技、文化、宜居、服务均衡发展的城市人才生态环境促进科技人才集聚。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积极调整城市产业结构，提高城市产业多样性，关注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优化营商环境吸引“高精尖”科技企业入驻，为高技能科技人才提供更多实现自我价值的机会和平台；提高城市绿化覆盖面积，为科技人才提供风景优美、空气清新的居住环境；加大对基础教育和普通高等院校建设的经费支持力度，既为科技人才关心的子女教育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也为科技人才自我深造提供平台；完善交通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提高科技人才日常生活和创新创业活动便利性。
5.3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行改进。首先，构建的理论模型仅限于对现有文献普遍讨论的人才生态环境前因条件进行组态分析，未来可以考虑依据相关理论基础，与现有研究中创新型城市试点政策、科技金融政策等政策因素进行匹配分析。其次，受限于城市数据可获取性，仅选择36个城市作为案例，未来可以进一步扩大样本容量，提高结论的普适性和可推广性。最后，仅采用静态数据对城市人才生态环境与科技人才集聚之间的复杂关系进行探究，未来可以收集多城市跨时间数据，选用动态QCA方法研究人才生态环境的动态变化对城市科技人才集聚变化的影响机制。


注释：
1）东莞“十百千万百万”人才工程包括：十大战略科学家团队计划，百名博士专业人才计划，千名拔尖领军人才计划，万名创新创业人才计划，百万技术技能人才计划。
2）此排名是本研究就各维度指标对案例城市进行排名的结果。如无特别说明，文中以下有关排名同指本研究得出的排名结果。
3）东莞高速公路“五纵四横六连”格局，“五纵”指沿江高速、广深高速、增莞深高速、从莞高速、博深高速；“四横”指指莞番高速、深茂铁路公铁两用通道和虎岗高速、龙林高速-从莞高速龙林支线、深圳外环高速；“六连”指龙大高速、清平高速、莲花山通道、虎门港支线、虎门大桥、新派高速。
4）南京“八横八纵”高速铁路网，“八横”通道包括绥满通道、京兰通道、青银通道、陆桥通道、沿江通道、沪昆通道、厦渝通道、广昆通道；“八纵”通道包括沿海通道、京沪通道、京港（台）通道、京哈-京港澳通道、呼南通道、京昆通道、包（银）海通道、兰（西）广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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